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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为晚清名家，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

录》以其配“托塔天王晁盖”之位，云“陶唐老去

弥之死，晚主诗盟一世雄。得有斯人力复古，公

然高咏启宗风”［1］。湘绮之诗出入汉魏，为一时雄

杰，其诗论亦与时俗相异而别有会心之处。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湘军志》等文献整理出版

以来，学界对王闿运的研究主要从经史层面展开，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则进一步认识到他文学创作

和思想的影响，而其诗学谱系还有待论者抉隐［2］。

王闿运作诗宗法汉魏，论诗却集中于唐，时人认

为湘绮推挹东川、裁抑杜甫，乃其得意之笔［3］，

湘绮自言“竟七子之业，海内知者不复以复古为

病”［4］。然若仅以明七子后继者自居，似不应裁

抑杜甫，更不应认为“（唐）七律亦出于齐梁，而

变化转动，反局促而不能骋”［5］。王闿运于唐诗诸

家，除杜甫外，又绌落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

人，独推李颀，如非刻意惊人，应是别具只眼。其

弟子王简汇编《湘绮楼说诗》得四卷，其中不乏新

说，与其日记、诗文可互相参证。今摘出湘绮“唐

人好变，以骚为雅”［6］这一关键论点，试为析论。

一 “以骚为雅”与王闿运对
  “诗缘情”的解释和发明

王闿运所云“以骚为雅”，首先将风雅与楚骚

树立为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诗》和《离骚》很

早便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个源头，沈约《宋

书·谢灵运传论》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

人才子，文体三变……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

骚”［7］，这种观念在唐宋以后的诗学文献中不断得

到转述。然而，二者虽常常被并列起来使用，受到

的评价并不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致。在《诗》被汉

儒列为经典并发展出一套诗教观念、文学批评和人

物品评纠缠不清的中古时期，《骚》与《诗》之间

的差异不乏争议。王逸《楚辞章句》就曾提到班固

认为屈原“露才扬己”［8］，这一评价不仅被《文心

雕龙》《颜氏家训》所引述，“露才”也被钟嵘应用

到对嵇康的批评中，云“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

渊雅之致”［9］。“风雅之正变以治言”［10］，在这一

逻辑中，楚国国政衰颓，《离骚》“显暴君过”［11］，

因此“骚”常被认为是“风雅”之变。如唐代贾至

即称：“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

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

飚，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12］这种观

念虽然未必正确，但当“风雅”和“骚”在文本中

用作对立概念区分开来时，“风雅”指代的是诗之

正体，而“骚”则为变音。无论是将二者合论还是

分论，都意味着诗论家对诗歌正变体性的认识。这

是王闿运“以骚为雅”的立足点。

贾至的观念代表着唐人一种较普遍的诗学正变

观念，与此类似的诗论亦见于陈子昂、李白诗文，

对齐梁文风持不屑态度，在唐以后也不乏支持者，

王闿运“唐人好变，以骚为雅”说发微

付佳奥

内容提要 王闿运论诗有“唐人好变，以骚为雅”之说，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唐诗

“快意骋词，自状其偏颇”一面的认识，揭示了唐诗在所抒之情、如何抒情上与六朝的

巨大区别，对中古诗歌流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王闿运受到湖湘诗坛的影响，欲截断众

流，把拟古的标准上推至汉魏六朝，树立与先唐语境会通，不以奇崛为优、不以情极为

雅的复古诗学。湘绮心目中的“诗缘情”是“情不可放，言不可肆”，而以杜甫为代表

的唐代诗人多偏离了这一标准，因此他乃有抑杜甫而独推李颀等论诗之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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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赘述。然而，王闿运却并不这么认为：

宋、齐、梁游宴藻绘山川，梁陈巧思寓言

闺闼，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

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周，犹可讽诵。

唐人好变，以骚为雅。直指时事，多在歌行，

览之无余，文犹足艳……近代儒生深讳绮靡，

乃区分奇偶，轻诋六朝。［13］

所谓“唐人好变，以骚为雅”，是王闿运对南朝至

唐诗歌流变史的总体认识，和贾至所论显然相反。

在他眼里，南朝诗“犹可讽诵”，言下之意是虽然

做不到“理周辞要”［14］，但仍属于“正”的范畴，

至唐则为“变”，盛唐诗亦不外乎此。这里的正变

概念已吸收了明代文体正变之说，是针对文体本身

而非时世治乱的批评。“以骚为雅”，意在变而不

失于正，其所论的要点正在于“骚”“雅”二体的

抒情差异上。

王闿运的这段文字，是回答陈复心有关陆机

《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疑问时提出的。“诗缘

情”经过陆机的揭橥，被学界认为是和“诗言志”

并列的观念发明，并对此后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

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5］。然而，研究者们也无法忽

略一个事实：中国文论中许多基本概念，在使用过

程中其内涵不免会发生变化。陆机眼中的“情”，

和他人、后人眼中的“情”外沿并不见得相同，后

世论者对陆机“诗缘情”理念的利用，也不免有泛

论或误读的危险［16］。王闿运认为：

诗缘情而绮靡：诗，承也，持也。承人心

性而持之，风上化下，使感于无形、动于自

然，故贵以词掩意，托物起兴，使吾志曲隐而

自达……非可快意骋词，自状其偏颇，以供世

人之喜怒也。［17］

对“诗缘情”的理解和接受，是王闿运论“唐人好

变”的起点。他认为诗首先是“风上化下”的载

体，这是对儒家诗教观念的消化，不足为奇。同

时，他也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所感则无诗，

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18］，认同情和诗

之间的紧密联系，已受到戴震对“情”“理”概念

考辨的影响［19］。但是，这仍不能等同于今天意义

的“抒情”。王闿运认为陆机所谓“缘情”，并不

是指个体情感的自由流露，而是一种缘于情而有所

选择的表达。他一方面明白“既不讲格调，则不必

作，专讲格调，又必难作”的道理，认识到“诗与

诸文不同，必求动人者”；另一方面，又要求“处

于至尊至贵而无妖冶之心”“免俳优之贱”［20］。归

根结底，就是有的“可以说”，有的“不能说”，

而且要在诗中注意“怎么说”。

在具体的创作上，王闿运认为要“观古人所以

入微，吾心之所契合”［21］。因此，他才会认为六

朝诗反而是“言情之作”，此时的主流正是“情不

可放，言不可肆”，有节制地寓古人之情于婉转之

文，于是多含思虑，呈现“绮靡”的特征。在王闿

运眼中，陆机的“诗缘情”并没有完全超脱于“诗

言志”之外，更不是与“诗言志”并列的两种谱

系［22］。在解释“赋体物而浏亮”时，他同样从文

体性质出发，认为赋是“隐语而使人自悟”，这是

由于在讽喻之道上，庄论不如隐言，所以又要“托

体于物而贵清明”［23］。他对陆机“诗缘情”“赋体

物”的论述更多地回到中古文学语境，认识到唐诗

所言之情和南朝诗所言之情的巨大区别，并有意避

免唐人论调对“诗缘情”概念的解读造成的影响。

陆机《文赋》揭示了“缘情”的创作理路和

文体特征，“缘情而绮靡”如何在创作中具体实现，

则受制于不同时代对“情”的不同理解。王闿运敏

锐地意识到六朝文学并没有真正进入一个“五情

发而为辞章”的时代，作者仍然要“择源于泾渭

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24］以亲近风雅，这在他

看来，正是创作之要津。由此，他以古为正，肯定

六朝诗的创作成就，对唐诗“快意骋词，自状其偏

颇”的一面，则以“唐人好变，以骚为雅”来概

括。尽管“以骚为雅”可谓变而不失于正，但在王

闿运看来已偏离了“缘情”应有的界限，是不如汉

魏六朝时期的。

二 王闿运对唐诗诸体的推源溯流

“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25］ 为诗家共识，

“唐人好变，以骚为雅”则是王闿运远绍钟嵘《诗

品》，以正变源流的眼光梳理诗歌史所得的具体结

论［26］。王闿运虽以《八代诗选》闻名于世，但在

《唐诗选》上投入的精力实则更大，几乎贯穿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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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半生［27］。他总论唐诗曰：“三唐风尚人工，篇

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摹古。”［28］意在批评唐人之好

为变体，失去了古之正音。在传统正变批评中，正

固然最佳，变也有不失于正的空间，各家对此阐释

不一。王闿运认为唐诗各有本原，欲用探源反本、

观察流变的方法将唐诗胜处拈出，虽然其诗论较为

零散，仍可从王闿运对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的论述，

来看他对“唐人好变”更多的理解。

论五、七言诗体。王闿运独重唐人七古，对

其它诗体则多不以为然。首先，他认为汉魏以来，

四言诗不过是兴之偶寄，不足用功，“四言与诗绝

不相干，作诗必先学五言”［29］，“五七言诗乃有门

径”［30］。在论唐人五言诗创作时，他概括道：“杜

子美无论矣。所称陈子昂、张子寿、李太白，才

刘公幹之一体耳，何足尽五言之妙”，“故曰唐无五

言，学五言者，汉魏晋宋尽之”［31］。

“唐无五言”是对李攀龙著名观点“唐无五言

古诗而有其古诗”的省写。李攀龙所谓“其古诗”，

是陈子昂等人以唐人句法会通古人精神的新作，在

严格的拟古派看来有失汉魏声调，因此称不上是

真正的“五言古诗”。这一观点在清初即已招致批

评，叶燮在《原诗》中就针锋相对地说：“正惟子

昂能自为古诗，所以为子昂之诗耳。然吾犹谓子昂

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

作者，失自家体段。”［32］拟古派式微之后，“唐无

五言古诗”的论调就鲜有人附议了。王氏以明七子

后继自命，将这一观点重新拾起，并认为学诗要由

唐而上溯魏晋，高度评价其友人邓绎“自学唐而进

之，至于魏晋，风骨既树，文彩弥彰。及后大成，

遂令当世不敢以拟古为病”［33］。因此，他认为唐

人五古中较佳者，也不过能得魏晋一家之遗［34］。

五律则被王闿运分为两派，一派以清逸为特点，从

庾、鲍、阴、何中来，以杜甫为代表；另一派以华

秀为特点，以王维为代表。两派皆为六朝五古之流

变，亦不能入其法眼。

七律于唐代大盛，名篇迭出，然而在王闿运

眼中得到的评价比五律更低。王闿运认为唐人七

律“局促而不能骋”，唯一得到好评的李义山“颇

开町畦，驰骋自如”，但不过是“乘车于鼠穴，亦

自可乐，殊不足登大雅之堂”［35］。杜甫七律代表

作《秋兴八首》他甚至不愿选入《唐诗选》，最

终因为它代表着联章诗的早期形态才将其勉强选

入，以备一格。他对唐人七绝的评价要宽容一些，

承认七绝盛于唐代，艺术上“有美必臻，别为一

体”，也承认七绝写起来最难措手，要有很高明的

艺术技巧，“一字未安，全章皆顿，余初学为诗即

惮之”［36］。然而，又说它“其调哀急，唯宜筝笛，

大雅弗尚也”［37］，从根本上将唐人七绝取得的巨

大成就轻轻带过了。

唐诗诸体中，王闿运唯独对七古做出高度评

价。他认为七古上承《离骚》而来，与五古别为二

系。五古可“持其志”，七古则可以“畅其气”，互

为补充［38］。由五言增加二字而成、以齐梁排偶法

为七言古体的王杨卢骆，在他眼中“不能为七言之

宗”［39］，而由《离骚》下启鲍照、王筠诸人，直通

元白、卢仝、刘叉、温李、皮陆，唐人七古真正做

到“开合动荡，无所不有”［40］“直指时事，多在歌

行”［41］，这才是七古之主流，其中李颀“兼有其

妙”且无其失，王闿运屡屡加以盛赞［42］。从这个

意义上，李颀甚至被他推举为唐代最优秀的诗人。

论李颀与杜甫优劣。自中唐有李杜优劣争论以

来，能与杜甫抗衡的是李白，王氏却代之以李颀，

且扬李抑杜，这是一个颇为大胆的举动。在王闿运

的诗学观念中，五言诗以先唐为宗，杜甫在五言诗

上的巨大成就被他忽视了，虽然承认《北征》为雄

杰，但强调杜甫终不过学习蔡文姬的诗体；他又认

为唐代胜出的诗体是七古和七绝，二者兼善的诗人

范围相应地缩小，李白和李颀都在范围内；在论

“诗缘情”时，王氏认为情不可放，那么纵情肆意

的李白就被他排斥在外了。推举李颀，其目的仍不

外于“别裁伪体亲风雅”，只不过李颀存诗数量不

多，《全唐诗》中仅有三卷，因此王氏之说虽然新

奇，影响终不为大。

王氏论作诗之法，云：

文有时代而无家数，诗则有家数，易模

拟，其难亦在于变化。于全篇模拟中能自运一

两句，久之可一两联，又久之可一两行，则自

成家数矣。成家之后，亦防其泛溢。诗者持

也……虽七十从心，仍如十五志学，故为治心

之要。自齐梁以来鲜能知此，其为诗不过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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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耳。杜子美诗圣，乃其宗旨在以死惊人，岂

诗义哉！［43］

他在另一则手书中亦曾说“文无定法，诗有家

数”［44］，持论谨守“家数”二字。这是他复古诗

学的根基，他将诗看作是“治心之要”，将齐梁以

后的诗视为“为人”而非“为己”的诗［45］。语不

惊人死不休的杜甫自然被他树立为批判对象，不

特其长篇五古被认为得力于古人，杜甫为明人所

广泛模拟的七言律诗在王闿运看来也并无超妙处。

王闿运评点杜甫《秋兴八首》，下语颇为苛刻，如

评价“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则云

“塞上太远，若如此扯来，何语无对”；评价“画

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时，也说“对不

起”；“蓬莱宫阙对南山”一首，被他认为是“但砌

字面”［46］。可以说王闿运全盘否定了杜甫的对仗

技法，而这正是杜甫被后人高度评价并广泛效仿的

地方。最终，王闿运认为杜甫之所以为名家，不过

因为“所存诗多，而题目平易，咏景物多，恰近人

情，故流俗喜传之”［47］。

反观李颀诗以歌行闻名，写情婉转含蓄，结尾

处往往耐人寻思，殷璠盛赞其为伟才，称其诗“发

调既清，修辞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48］。

如《古从军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

家”［49］，《古意》“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

雨”［50］，篇末致意，得风人之致；《琴歌》《听安万

善吹觱篥歌》《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写

音乐诸诗，最能立象尽意，是白居易《琵琶行》的

先声，《听安万善吹觱篥歌》一首放言“世人解听

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51］，与天地独往来，

没有像白居易一样陷入到“江州司马青衫湿”的个

人哀乐，显得更加温柔敦厚；又如《缓歌行》结

句“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前任侠非”［52］，《郑

樱桃歌》结句“邺城苍苍白露微，世事翻覆黄云

飞”［53］，《放歌行答从弟墨卿》结句“举头遥望鲁

阳山，木叶纷纷向人落”［54］，可以与卢照邻《长

安古意》、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张若虚《春江

花月夜》视为一个谱系，以玄理提升了七言诗的格

调［55］，而这一格调与五言诗成熟的古意是相通的。

两相比较下，王氏裁抑杜甫、独推东川，将其

视为唐代最杰出的诗人，欲辨正变以复风雅。在

《湘绮楼日记》这一私人化的著述中，王闿运也常

常流露扬李抑杜的痕迹。他有意模仿李颀诗的写

作，如同治八年七月二日，“录赠申夫诗，改定四

句，末二句云‘新人显达故人隐，去日匆匆来日

同’，自谓如李东川泲水二句”［56］，学习的是李颀

《杂兴》诗中的“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

狂”［57］，王闿运取其感慨之意，亦取其清浊、圣

狂句内相对之句法，所得诗句不新不奇。而对于杜

甫，王闿运断言“杜子美语必惊人，即其不及古人

处”［58］，对其名作《望岳》亦不以为然，自己精

心写作的登泰山诗不以模拟或超越杜甫为目标，反

而为压倒同仁邓辅纶而感到高兴［59］。他的目的是

越过杜甫，也越过明七子，把拟古的标准上推至汉

魏六朝，树立与先唐精神会通，不以奇崛为优、不

以情极为雅的复古诗学。

论宫体诗的性质。《湘绮楼说诗》中，王闿运

对“宫体”源流的认识最为深刻，也与他对“诗缘

情而绮靡”的认识相表里。他认为“凡聚会作诗，

苦无寄托，老庄既嫌数见，山水又必身经，聊引

闺房以敷词藻，既无实指，焉有邪淫。世之訾者，

未知词理耳”［60］，又云“古艳诗唯言眉目脂粉衣

装”［61］，堪称卓见。自唐初史臣将宫体视为亡国

之音后，宫体诗受到了长期的批判，然而纵览梁简

文帝之后的轻艳之作，的确正如王闿运所说并无实

指与邪淫。

王闿运将唐代宫体诗分为两派。其一，“刘希

夷学梁简文，超艳绝伦，居然青出。王维继之以

烟霞，唐诗之逸，遂成芳秀”［62］。这一派的特点

是得齐梁诗文辞之艳，以刘希夷为代表。王维用山

水烟霞代替闺房成为题咏主题，在王闿运眼里本

质相通，都是从容于言情之作。王维诗中“仙官欲

住九龙潭”等句，王闿运认为是“山林诗有富贵

气”［63］，可谓知言。由此可见，王闿运将宫体诗

与山水诗视为同一种性质在不同内容中的延续。

其二，“张若虚《春江花月》，用西洲格调，孤

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

诗盖其支流，宫体之巨澜也”［64］。王闿运慧眼觉

察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宫体诗中的变化，并

将其和刘希夷、王维区别开来，以李贺、李商隐为

其羽翼，进而将宋词元诗视为后继，塑造出了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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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宫体观念，以“绮靡”为胜而不以为非。张伯伟

撰文指出“西洲格调”集中在结构和句法两方面，

包括换韵、复沓、蝉联，所以“宛转关情，情文相

生”［65］。较之前一派的“芳秀”，这一派诗情更为

生动感人，所以名曰“鲜润”。

由此，宫体在王闿运看来根本不是恶谥，而是

与庄老、山水并列的唐诗重要渊源。这三个主题发

展到唐代，也可以算作变而不失其正。出于对晋宋

齐梁的推重，王氏对历来被视为“齐梁后尘”的大

历诗人评价也水涨船高。如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

被认为是“运典无痕迹”，《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

阳寄源中丞》则“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意”［66］

等。元结“又自一派，亦小而雅”［67］，和苏涣一起

被王氏称为“加以排宕，斯五言之善者”［68］。钱起

《送李评事赴潭州使幕》，被评为“羚羊挂角”，韩

翃《送丹阳刘太真》则“开王士禛一派”［69］。和齐

梁时代一样，大历诗人的情感表达同样多有温和的

共性而缺乏较鲜明的个性，诗歌主题较为保守而缺

乏深度，并不锐意求奇。这种局面到元和年间才发

生剧变，因此有“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

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70］之说，而王闿运

对元和诗人的评价恰恰是非常低的。

从以上三个关键点可看出王闿运对唐诗诸体的

认识脱胎于明七子复古诗学，带有“诗者持也”的

鲜明特点，因此他真正欣赏的唐诗范围更为狭窄，

唐诗的多数大家都被他排斥到了变而失正的范围中

去，如杜甫、白居易、韩愈等。一些存诗较少的大

历诗人反而为他所称许，如元结、司空曙等。唐诗

中长期被轻视的宫体，他也予以高度重视，并欲为

其正名。基于此，王闿运提出“唐人好变，以骚为

雅”的观念，意在强调唐诗从“情不可放，言不

可肆”向“览之无余，文犹足艳”的变化。在他

看来，艳丽华靡的形式并非诗之缺点，不应予以轻

诋，但诗情的表达仍应向汉魏六朝复归，而不是走

向放情纵意、动摇人心。

三 王闿运“截断众流，归之淳雅”的
  理路和得失

自明茶陵李东阳主盟文坛以来，湖湘诗坛有宗

唐复古的传统，数百年间作者林立。清人邓显鹤编

选《沅湘耆旧集》，搜罗宏富，其中选入大量拟古

之作，其自作诗亦“导源魏晋而驰骋于唐宋诸老

之场”“性情正而言益正”［71］。王闿运诗论深受地

域文化的熏陶，但其眼界极高，曾感叹：“湘州文

学，盛于汉清。故自唐宋至明，诗人万家，湘不得

一二。最后乃得衡阳船山，其初博览慎取，具有功

力，晚年贪多好奇，遂至失格。近岁闿运稍与武冈

二邓探风人之旨，竟七子之业。”［72］王氏并未被明

代复古诗学所局限，从宗唐的眼光中跳脱出来，也

代表着晚清湖湘诗学的变化。

武冈二邓指邓辅纶和邓绎，邓氏兄弟也以学古

自任，他们共有着一种向南朝复归，以“清”为审

美标准、不为元和以下诗的诗学趣味。瞿铢庵后来

曾追述说，王闿运“与邓弥之等结社长沙，作汉魏

六朝诗，手抄《玉台新咏》，当时人皆异之，至今

遂成湖南诗派”［73］。咸丰九年（1859），王闿运在

京，与二邓结为词社，编选《八代诗选》，有意与

当时风气相区别，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吴怀东、马

玉认为，其编选动机亦源于湘军建立功勋之后，在

以江浙学术为典范的“话语权势”面前湘学不免要

寻求崛起之途径，因此“遂拈出‘独立’一词以状

湘学特质”［74］。在湘人自觉之风气和王氏自身的

审美趣味共同作用下，王闿运强调治心守正，给当

时沉闷的诗坛吹入一股新鲜空气，同时提高了湖湘

学术影响力，王氏亦为此颇感自豪。虽然随着政治

上的突然变化，王闿运离开了京师，失去了致君尧

舜的机会，但他所倡导的诗风为时人接受，也坚定

了他别开唐诗学生面的决心。

自明代唐诗学兴盛以来，对唐诗的理解和接受

一直是诗论家关注的焦点，格调、神韵、性灵三派

各执一家之言。明七子启格调说之端，但其宗唐摹

古的做法也招致了相当多的非议，《四库全书总目》

中《精华录》提要即云“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

明代王、李之肤廓”［75］，即后来者沈德潜亦不免

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主神韵的王士禛和主性灵的

袁枚对明七子的拟古做法更是不以为然。王闿运持

论源于明七子，重视拟古与格调的价值，且有意打

通唐与汉魏六朝，树立新的诗学体系，一方面相对

格调旧说有所推进，另一方面他还要越过王士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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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这两座横亘的大山，也确实以此自负：“王阮

亭、袁简斋皆可开口，然不足以言诗。”［76］

王闿运认识到王士禛一派的弊病，他认为渔洋

一派自唐韩翃而来，举《送丹阳刘太真》为例。录

韩诗如下：

长干道上落花朝，羡尔当年赏事饶。下箸

已怜鹅炙美，开笼不奈鸭媒娇。春衣晚入青杨

巷，细马初过皂荚桥。相访不辞千里远，西风

好借木兰桡。［77］

王闿运说此诗“专取对仗，开王士禛一派，然易油

滑，不可学”［78］。所谓“专取对仗”，是指韩诗的

诗意通过严格的对句推动，“油滑”是指容易沦为

巧技，成诗太快，流于轻浮。例如“下箸”“开笼”

意思相近，“青杨巷”“皂荚桥”亦同，都不过是从

“赏事饶”三字扩充得来，并无深意，严格地说都

属于“合掌”。“合掌”的弊病唐人在诗格中已有

发觉，主格调说的诗论家是极力避免的，沈德潜如

是，王闿运亦如是，但王士禛并不特别在意［79］。

王闿运论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句，云“合

沓无变化”［80］，对王维同题共作“九天阊阖开宫

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则称“大语不廓落”［81］。

岑诗对仗显得刻意，不如王诗有张力，得到的评价

便完全不同。杜甫《野人送朱樱》诗“忆昨赐霑门

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一联，王氏评为“此杜诗

惯技”［82］；窦叔向《夏夜宿表兄话旧》一首，则

被他评为“三联意复”［83］；刘禹锡名句“沉舟侧

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被王闿运评为“一

意分联，殊乖律法”［84］。不仅诗句意思太近不行，

诗思太跳跃也会被他认为不合诗理，如批评“江间

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句时称塞上太远，

批评“碣石潇湘无限路”时亦称碣石太远，对诗中

用地名的看法不免狭隘。就算杨巨源《和大夫边春

呈长安亲故》在王氏眼中“全讲对联转换回斡，乃

律诗之上乘”［85］，他仍说律诗亦不免由此而衰。

神韵说与格调说虽然体系不同，但稍能融合互

补，钱锺书论神韵时就曾说“故无神韵，非好诗，

而只讲有神韵，恐并不能成诗。此殷璠《河岳英灵

集·序》论文，所以‘神来、气来、情来’三者并

举也”［86］，意在与格调说相调和。王闿运论唐诗

也不完全排斥神韵说，在评价钱起诗时，就说“当

玩其神韵，愈浅愈佳”［87］。对袁枚的态度就不同

了，王闿运慨言：“自明以来，优孟衣冠之诮流谬

三百年，下至袁、蒋、黄、赵而极矣。”［88］其中拈

出的江左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诗趣相近，

持论与拟古派针锋相对，影响深远。性灵说和格调

说尤其是拟古诗学出发点不同，矛盾难以消解。袁

枚曾云：“《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

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

围否？”［89］可见其对格调说的不满。拟古和否定

拟古背后是对诗“情”理解上的巨大差异，王闿运

强调“道理充周，则诗文自古”［90］，和主张不拘

格套的性灵说有泾渭分明之处，自然要反对袁枚的

诗论，而另立一说重新约束诗情的表达范围和表达

方式，为拟古正名。

王闿运试图一振清诗习气，钱基博称他“要以

截断众流，归之淳雅，并为述其本由，使必应于经

义”［91］，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他花

费数十年精力编选的《唐诗选》历经坎坷，始终不

能付梓。王氏于宣统年间仍在感慨此事，此时距离

他在京城编次《八代诗选》已有五十余年。这个过

程中不仅湘军式微，诗坛又已剧变。同光体诗人如

沈曾植、陈三立、陈衍等皆已诗艺成熟，他们踊跃

地发表心向宋诗的诗论。陈衍对王闿运的观念最

不以为然，认为他“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

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92］。此时，

宋诗派已然取代了湖湘派，开始引领潮流了。

王闿运虽然在推重六朝之后，有继续向下梳理

唐诗流变的长时间努力，然而因为时世变化，最终

不免在更新的文学潮流中被埋没。因此，其唐诗观

念学界向来利用较少。王闿运的唐诗观体现着他沉

潜数十年积淀而成的诗学反思，对今天的诗歌流变

研究仍颇具启发意义，应从多个层面予以理解：

王闿运首先强调“诗缘情”在先唐的范围，认

为宋、齐、梁诗“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

肆”，可谓一语中的。晋宋以来，诗人们普遍追求

的是共有的趣味和群体的认同。齐梁诗人虽然在玄

言、山水之外更吸收西洲格调，发展出轻艳的诗体

特征，仍无碍于这个群体的清趣。对此，张融曾经

明察秋毫：“中代之文，道体阙变，尺寸相资，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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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旧物。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

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93］张融认为如果要变，

应当是“颠温凉”“错寒暑”，取更新的语言逻辑，

“综哀乐”和“横歌哭”，表达更广泛、更真切的

情感内容。二者结合，才能实现“道体”之变。他

的《海赋》也决定自出新意，欲使“木生之作，君

自君矣”［94］。然而，他的求新之说终只能以“无

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95］的话来自

宽。萧子显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

律吕也”［96］，总结了晋宋以来对文的认识，并认

为“言尚易了，文憎过意……不雅不俗，独中胸

怀”［97］，其中“文憎过意”，很难不被认为是对鲍

照一脉偏激险俗处的矫正。这体现着时人对诗歌情

感内容和表达方式的严格讲求，绝非对其采取漠不

关心的态度。由此，王闿运的认识也启发今人对于

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情”概念具体指涉以及如

何抒情、所抒何情的反思，对“诗缘情”观念的阐

释和与西方浪漫主义诗论的对话皆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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